
 

更多兄弟姐妹是否降低个人教育成就？*

—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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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多个微观数据集，检验我国家庭内同胞数量的增加是否会降低个体教育成

就，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个体性别而存在差异。实证结果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兄弟姐妹会对个体产

生教育挤占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增加，将导致个体的

受教育年限下降，无论个体是男是女都如此，但对女性来说这种效应会更加严重。上述结论在多个

微观数据集和系列检验中均显示稳健。研究还表明，中国家庭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以及劳动力市场

的性别歧视，是导致同胞数量对女性的教育挤占效应更加严重的重要原因。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改善

女性在教育中受到的歧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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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三十多年出生的孩子，能够拥有兄弟姐妹是一件奢侈的事，①在

教育获得（education attainment）研究文献中，过去三、四十年颇具影响且相当稳健的一个发现

是:拥有更多兄弟姐妹将降低个人教育成就。换言之，兄弟姐妹之间存在教育挤占效应。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Anastasi（1956）就提出，兄弟姐妹个数增多和间隔缩短会降低父母能支付给每个

孩子的资源，这就是著名的同胞资源稀释假说（Siblings Resources-Dilution Hypothesis）。70 年代，

Becker 和 Lewis（1973）提出了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负向关联的 Q-Q 替代（Quality and Quantity
Trade-off Theory）假说。这构成了兄弟姐妹间教育挤占效应的基本理论。随后的诸多经验研究，

大多发现了孩子的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与家庭规模有负相关关系。

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国外文献中得到确认的兄弟姐妹间教育挤占效应，在中国是否也存在？

更进一步，这种教育挤占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探寻上述问题既有助于我们思考效率问题，比

如家庭规模变小是不是在微观层面导致个体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更高的收入，以及在宏观层面

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公平问题，比如兄弟姐妹对家庭教育资源的挤占

是否令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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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从全国层面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各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东、中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东、中部和城市实行

了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故在这些地区拥有兄弟姐妹就是很不寻常的事。近 30多年来东、中部和城市集聚了中国大多数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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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并不高，绝大多数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受到严重的

财力约束。当孩子数量增加，家庭教育投资不可能成倍增加。这意味着孩子数量增加，家庭对每

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势必下降。同时，中国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经济报酬方面也存

在性别歧视，许多家庭特别是资源约束更严重的家庭，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牺牲女孩质量来提升男孩质量。因此可以预计，中国的家庭中不仅会存在教育挤占效应，而且

这种挤占效应很可能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本文利用 CGSS、CFPS 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获得的经验证据，支持了

上述看法。具体地，我们用个体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其教育成就，以此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个体兄

弟个数、姐妹个数对其教育成就的影响，发现兄弟或姐妹个数越多，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就越低，即

存在教育挤占效应。同时，我们考虑了个体性别与兄弟或姐妹个数的交叉项，这一交叉项反应个

体是否因其“女性”性别而更多受到兄弟姐妹对其教育的挤占。结果表明，女性受到兄弟姐妹的

教育挤占效应比男性更大。换言之，教育挤占效应在中国家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进一步的

检验还表明，中国社会传统的“男孩偏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是解释教育挤占效应性别差异

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要改善女性在教育中所受到的歧视，既需要改

变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也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

与本文相关的国外研究文献较多，但鲜有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也基本上忽略了教育挤占

效应的性别差异。本研究有助于以中国证据丰富这一领域文献，并且我们强调了性别差异的存

在。据我们阅读所及，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以及郑磊（2013）研究了兄弟姐妹比例（同胞性别构

成）对个人教育水平的影响，是与本文最接近的中文文献。然而，本文的研究和发现与这两份文

献存在明显差异：首先，两份文献的重点均在兄弟姐妹性别结构（女孩占比），我们的重点在兄弟

姐妹数量，利用兄弟和姐妹的绝对个数比利用相对比例更能准确地考察兄弟姐妹的教育挤占效

应；其次，李宏彬和张俊来（2008）使用 1988−2001 年间的城市样本，郑磊（2013）使用 CGSS2008 调

查数据，我们则使用 CGSS2006 和 2008 做基本分析，并利用 CFPS2010 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做佐证和辅助检验，在更大时间跨度和更大范围对该主题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几套

数据交叉印证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上述两份文献的关键发现是，拥

有兄弟将不利于个人的教育（拥有姐妹则对个人没有显著影响），兄弟姐妹中女孩比例越高将越

有利于个人的教育。但是我们的研究却表明，无论兄弟还是姐妹个数增加，都会降低个体的受教

育年限，并且如果个体是女孩，她的教育年限将因为兄弟姐妹数量增加而更低。换言之，两份文

献发现男孩对女孩有教育挤占，女孩对男孩没有教育挤占。我们却发现，无论兄弟亦或姐妹，都

会对个体产生教育挤占效应，并且女孩遭遇的挤占效应比男孩更大。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

与使用的数据有关，但更可能是由于模型设定不同，更多讨论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进一步

说明。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说

对于家庭来说，孩子数量增多不仅要求更多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支出，也会要求更多购

买文具和支付学费等教育费用支出，父母一方面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挣取收入以满足扩大的家庭

开支，另一方面也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辅导作业、关心孩子在校表现和生病时去医

院等等。然而，父母的经济资源和精力资源等始终是有限的。一般来说，随着孩子数量增加，家

庭的教育资源投入很难保持同步增加。结果，每个孩子从家庭得到的教育资源投入，将会因孩子

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家庭规模越大，每个孩子能得到有利于他们智力发展的经济或非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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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少，这可能会使得孩子的平均质量下降（Anastasi，1956）。

已有大量经验研究对家庭规模与子女成就的关系进行了检验。Lindert（1977）指出，更大的

家庭规模使父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照顾每一个孩子，成长在这些家庭的孩子会

有 较 低 的 IQ、 更 早 离 开 学 校 、 更 低 的 地 位 和 更 低 的 工 资 。Blake（1989） 、Sandberg 和  Rafial
（2014）等的一系列研究均证实了资源稀释的存在，即个体可利用资源的减少会影响个体的教育

成就，兄弟姐妹间存在教育挤占效应。这些研究也发现，在富裕家庭，资源稀释理论要弱得多，甚

至不太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富有家庭受到的教育支出财力约束较小，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增加

并未明显降低个体能够从家庭获得的教育资源，因而教育挤占效应相对更弱。

资源稀释不仅限于物质资源稀释，因为家庭能够给予孩子的，除了经济资源，①还包括文化

资源。②表面上看，经济资源容易被稀释，父母的文化资源则不大可能因为子女数量增加而被稀

释，因为父母的特征、气质、技能和态度等似乎不会因一个孩子观察到而使另一个孩子观察不

到。其实不然，虽然父母的文化资源就在那里，但获取父母的文化资源则是以父母的陪伴为条件

的。正如日本的一句谚语：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孩子向父母学习的前提是能够看到

父母的背影。身教重于言教，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父母的陪伴作用无可替代。近年来关于我

国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研究就发现，缺乏父母陪伴会对孩子心理健康、情感和亲社会行为等

带来不良影响，教育等学术成就也会更低。当孩子数量更多，一方面父母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工

作赚钱养家，导致与孩子见面时间减少；另一方面父母陪伴每个孩子的平均时间也可能下降，尽

管有时候父母可以与孩子集体相处，但一一沟通的机会有所减少，并且对每个孩子的关注时间

也更少。这两方面原因都会导致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取的文化资源被稀释。文化资源稀释不仅影

响个体教育成就，也可能是个体其他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Blau 和 Duncan（1967）发现，兄弟姐妹

越多，不仅个人教育水平会下降，而且职业机会也会不同，进而影响收入水平。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均收入并不高，2015 年人均 GDP 仅 5.2 万元，在全球排第 76 位。教

育投入是中国大多数家庭的一笔重要支出。因为贫困而交不上学费的“新闻”亦时有报道。对绝大多

数家庭来说，养育更多孩子意味着父母将不得不更辛苦地赚钱。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文化资源，都

会因为更多孩子而被稀释，每个孩子的教育成就势必会降低。③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 1：兄弟姐妹间存在教育挤占效应，即兄弟或者姐妹越多，个体的教育成就越低。

国外文献鲜有讨论教育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但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重要理由相信教育

挤占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第一，中国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王文卿和潘绥铭（2005）总结

了“重男轻女”的动机：传宗接代、养老保障、壮大家族势力、提供劳动力、情感需要、人生终极目

的、面子和期望孩子实现自己未竟的理想等。Arnold 和 Kuo（1984）从成本−效用④的角度对性别

偏好进行分析，认为男孩的相对效用会高于女孩，能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刘爽（2006）认为，

由于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有的个体“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以及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

向，导致家庭存在“男孩偏好”。男孩偏好使得家庭在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时，可能会选择对女

孩教育投入更少，甚至牺牲女孩的教育以保证男孩得到更好教育。周钦和袁燕（2014）利用甘肃

 
①经济资源的重要作用，通常在教育花费较高的时候会得到凸显。

　　②文化资源，由于会被代际传承，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背景以及个性和气质均会影响孩子，父母的教育水平、语言技能和他们对主

流文化的态度会影响孩子在教育上的适应能力和态度，这些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③我们认为个体能力一般不会对父母生育行为产生反向影响，尤其是教育阶段的能力，因为个体升学教育一般是青少年，兄弟姐妹的年

龄间隔一般没那么大，在我们的样本中（CFPS 才有年龄数据）兄弟姐妹间年龄超过 10岁的不到 20%。

　　④他们提到的效用不仅限于男性劳动力和养儿防老等经济效用，还包括在心理方面的效用，比如：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和维持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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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与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在基础教育投入中确实存在明显的“男孩偏好”现象。第二，

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降低了女性的经济价值。在工资收入上，男女存在显著的性别工

资差距，特别是学历低、职业差、年纪轻的女性劳动者会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在就业机会、晋升

机会等方面，女性获得的机会也比男性少，女性劳动者职业更易向下流动，并且缺乏向上流动的

机会，职位晋升对女性劳动者能力的要求高于男性，职业性别隔离和雇佣性别歧视现象非常普

遍。就业机会和收入前景不佳会削弱家庭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动机，也会降低女性获得教育的动

机。基于男孩偏好和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 2：兄弟姐妹对个体的教育挤占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对女性个体的挤占效应比对男性个

体的挤占效应更大。

三、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06 和 2008 年数据（简称 CGSS2006 和 2008）、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 2010 年数据（简称 CFPS2010）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①由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以 7 岁作为小学入学年龄（1986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 6 周岁），故我们选取 1942 年以后

出生人口作为样本。剔除在读学生样本，因为这部分人口的最终教育程度尚无法获取。CGSS2006
和 2008、CFPS2010 和 2005 年抽样数据均给出个体的“受教育等级”和“受教育等级的状态”，我

们以此作为衡量受教育程度的指标。②

（一）计量模型。设定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Yi j = β2brotsi j+β3 sistsi j+β4genderi j×brotsi j+β5genderi j× sistsi j+X′β6+εi j （1）

β0 β1genderi j εi j

其中，j 为受访者所处的省份，i 为受访者个体；Yij 为个人受教育年限等成就；genderij 为受访者性

别，女性=1；brotsij 为受访者兄弟的个数；sistsij 为受访者姐妹的个数；X′反映受访者个人特征、家

庭背景和地区固定效应等控制变量（篇幅所限，模型（1）省略了常数项 和 ）； 为干扰项。

β2 β3 β4 β5 β2 β3

β4 β5

、 、 和 是本文最关心的系数。其中， 和 分别反映兄弟和姐妹个数对个体受教育年

限的影响，根据假说 1，兄弟或是姐妹对个体存在教育挤占效应，故我们预期这两个系数符号为

负； 和 分别反映男女个体受兄弟或姐妹教育挤占效应的差异，即教育挤占的性别差异，根据

假说 2，女性受到兄弟姐妹的教育挤占比男性更甚，故我们预期这两个系数符号也是负的。

（二）变量说明。表 1 列示了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家庭背景信息。

 
①这 3 个数据集都是全国层面的调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见 CGSS 官网：

http://www.chinagss.org/；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见 CFPS 官网：http://www.isss.edu.cn/cfps/；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国家统计局会同

有关部门进行的全国人口抽样数据。

　　②为计算方便：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的教育年限都是小学毕业为 6年，初中 3年，高中、中职和中专 3年，大专 3年，本科 4年，研究生及

以上 3年。CGSS2006直接提供了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等级，用该教育年数作为教育获得的衡量，并不会改变结论。

　　③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女性=1，男性=0；兄弟个数为受访者拥有的兄弟数量；姐妹个数为受访者拥有的姐妹数量；性别×兄弟为受访者

的性别与受访者兄弟个数的交互项；性别×姐妹为受访者的性别与受访者姐妹个数的交互项；排行为受访者在兄弟姐妹中的出生顺序，老大为

1，老二为 2，依次类推，排行越靠后则出生时间越晚；样本中最小的排行是 12，这意味着他有 11个哥哥和（或）姐姐；民族为虚拟变量，汉族=1，

其他民族=0；年龄为受访年份与出生年份的差；父亲、母亲受教育等级是 0−4的排序变量，0为文盲，1为小学，2为中学；3为高中、中职和中

专；4为大专及以上。

表 1    CGSS2006 和 2008 数据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③

变量名 样本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

受教育年限 10 468 9.355 3.472 0 19

性别（女性=1） 10 468 0.538 0.49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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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性 别 个 体 受 教 育 的 直 观 对 比 。

图 1 表明，越年轻的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越

高。图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平均受教

育年限下降，原因是截止到调查年份这部分群

体大约在 16−22 岁，高中和大学就读的样本被

剔 除 了 ， 使 得 该 群 体 的 平 均 教 育 年 限 被 拉 低

了。因此，我们更关注图中 1985 年之前出生的

样本，可以直观看到，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

低于同时代的男性。①

图 2 进一步根据性别和兄弟姐妹个数绘制

了不同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同前面一样，

我们仍重点看 1985 年之前的部分。可以发现，无论女性（图 2 左）还是男性（图 2 右），都表现出兄

弟姐妹越多则平均教育年限越低的规律，独生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在最上面，有 2 个兄弟姐妹者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位于中间水平，有 4 个以上兄弟姐妹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最低。这直观上体现

了兄弟姐妹数量的教育挤占效应。

续表 1    CGSS2006 和 2008 数据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

兄弟个数 10 468 1.561 1.243 0 9

姐妹个数 10 468 1.486 1.295 0 10

性别×兄弟 10 468 0.860 1.188 0 9

性别×姐妹 10 468 0.807 1.221 0 10

排行 10 468 2.603 1.606 1 12

民族（汉族=1） 10 468 0.938 0.240 0 1

年龄 10 468 43.85 11.63 18 66

父亲教育等级 10 468 1.321 1.200 0 4

母亲教育等级 10 468 0.670 0.893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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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出生年份男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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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出生年份男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①截止调查年度，1985年后生人年龄大约在 16−22岁，大多仍在接受教育（尚不可得到最终教育程度），故曲线最后部分的下降趋势并不

表示这一群体的教育水平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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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表 2 列示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栏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调查年份，只加

入了性别、兄弟个数、姐妹个数以及其交叉项对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结果；第（2）栏增加控制个人

特征变量（排行、民族和年龄），四个关键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第（3）栏进一步增加控制父母受

教育程度。以上的控制变量都相对外生。在每一栏，我们所关心的四个关键变量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负。性别变量在第（3）栏也显著为负。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兄弟个数和姐妹个数对个体

（不分性别）受教育年限存在负向影响，这支持了假说 1；而且兄弟对个体教育获得的挤占比姐妹

要大（系数更大）；女性个体要比男性受到兄弟姐妹的教育挤占更严重，这支持了假说 2。

以第（3）栏的回归结果为例来具体解释：由于性别导致的教育年限差异，女性比男性平均要

少 0.267 年（相当于半个学期）；如果个体是男性，则增加一个兄弟将使其自身的教育年限平均减

少 0.105 年（相当于 6 周），增加一个姐妹将使其自身的教育年限平均减少 0.077 年（相当于 4 周）；

如果个体为女性，则其来自兄弟姐妹的挤占效应还需要加上交叉项的系数，即增加一个兄弟将

使其自身的教育年限平均减少 0.105+0.214=0.319 年（接近一个学期），增加一个姐妹将使其自身

教育年限平均减少 0.077+0.100=0.177 年（相当于 9 周）。换言之，无论个体是男是女，增加兄弟或

姐妹都会导致其自身教育程度下降，但兄弟挤占效应会比姐妹挤占效应更大；如果个体是女性，

比之个体是男性，前者遭遇兄弟姐妹的挤占效应比后者更大，从第（3）栏的回归数据看，如果一个

男孩有一个兄弟一个姐妹，那么他的教育年限平均来说将下降 0.105+0.077=0.182 年；如果一个

女孩也有一个兄弟一个姐妹，那么她的教育年限平均来说将下降 0.309+0.177=0.486 年（相当于

25 周，比一个学期还多），是男孩的 2.67 倍（0.486/0.182=2.67）。

在既有文献中，李宏彬等（2008）以及郑磊（2013）发现，拥有兄弟将降低个人教育水平，但拥

有姐妹则对个人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我们的发现却表明，拥有姐妹同样会降低个人的教育

水平。这种结论的差异有可能是我们用了不同的数据，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采用了不

同的模型。在上述文章中，考虑的重点是兄弟姐妹的性别结构（家庭中女孩占全部孩子的比例），

表 2    CGSS 与 2005 年人口普查数据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7）

模型数据 CGSS数据 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

模型设定 基准回归 剔除性别甄选 稳健性

模型范围 全样本 1985年前生 1978年前生 30岁以下样本

性别 0.028（0.116） −0.078（0.113） −0.267**（0.121） −0.315**（0.129） −0.368***（0.130） 0.048（0.053） 0.020（0.052）

兄弟个数 −0.431***（0.036） −0.209***（0.036） −0.105**（0.042） −0.101**（0.042） −0.088*（0.043） −0.511***（0.036） −0.525***（0.036）

姐妹个数 −0.338***（0.029） −0.175***（0.029） −0.077**（0.034） −0.080**（0.033） −0.067*（0.035） −0.316***（0.026） −0.326***（0.026）

性别×兄弟 −0.238***（0.056） −0.253***（0.055） −0.214***（0.055） −0.212***（0.055） −0.202***（0.056） −0.190***（0.036） −0.169***（0.037）

性别×姐妹 −0.098***（0.033） −0.105***（0.034） −0.100***（0.032） −0.091***（0.031） −0.078**（0.028） −0.112***（0.024） −0.105***（0.023）

外生控制变量 N 个体 Y Y Y N Y

控制调查年份 Y Y Y Y Y

控制省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样本数 13 402 13 402 10 468 10 184 9 176 451 413 451 413

R2
0.164 0.214 0.312 0.313 0.281 0.190 0.213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篇幅所限，控制变量未予罗列，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

要（如无特别说明，下表统同）；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并没有给出个体排行调查，故第（7）栏没有控制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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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兄弟或有无姐妹是二值虚拟变量。在这种处理方式中，很显然一男一女和二男二女的孩子

性 别 结 构 取 值 是 一 样 的 ， 有 两 个 兄 弟 （ 姐 妹 ） 和 有 一 个 兄 弟 （ 姐 妹 ） 的 取 值 也 是 一 样 的 （ 同 为

1（0））。我们考察的重点是兄弟姐妹数量，直接将兄弟数量和姐妹数量及其与性别的交叉项放入

回归，因此能更清晰地看到兄弟姐妹数量（而不是性别结构）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

如前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出生的人口，在调查年度大概在 16−22 岁，那些高中和大

学的在读样本被剔除了，这导致样本中这一时期的人口平均教育程度被低估，导致前面基准回

归的结果被质疑。另外，80 年代中后期各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安全高效的人工流产技术的广

泛使用，可能影响到出生性别比（贾志科和吕红平，2012）。B 超是识别胎儿性别普及最广的技术，

但 B 超等胎儿鉴定技术在中国的普及是在 1985 年之后，这使得 1985 年后出生的兄弟姐妹的构

成可能具有一定选择性。为了排除上述两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表 2 第（4）栏给出了 1985 年

前出生个体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的系数符号都与栏（3）保持一致，而且都非常显

著。在栏（5）我们尝试用 1978 年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的子样本来进行回归，更彻底地排

除性别选择因素，结果也很好地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两个假说。

表 2 第（6）−（7）栏进一步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数据来做辅助性检验。一方面，由于该

数据中缺乏一些特定的统计信息，回归时我们无法控制父母教育等级和个体在家庭的排行变

量；另一方面，人口抽样调查仅询问了 30 岁以下个体的兄弟姐妹个数信息，故我们只将 2005 年

全国 1% 人口抽样数据作为辅助性检验。尽管如此，回归结果依然支持存在兄弟姐妹教育挤占

效应，而且这种挤占效应对女孩来说比男孩更严重。

（二）排除其他影响因素。此部分将从下面 3 个方面对可能会干扰本文结论的问题进行逐个

检验，以说明这些可能的干扰因素对本文结论产生的影响。

首先，CFPS 数据给出了详细的受访者子女和受访者及其配偶的信息。子女信息包括受教育

等级、年龄、性别、出生月份和工作等；受访者及其配偶的信息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收

入、受访者 12 岁时的户口状态、受访者对子女的态度等。这些变量的存在使得本文可以尽可能

多地控制受访者（作为父母）影响子女受教育的外在因素等信息。另一方面，该数据为我们提供

了受访者对子女态度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兄弟姐妹影响男女受教育的机制进行分析。限于篇

幅，我们也将 CFPS 数据作为基准回归的辅助检验，并且在机制检验部分运用 CFPS 数据。

利用 CFPS 数据，我们可以识别出家庭的第一胎子女，考察第一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兄弟

姐妹数量的关系。这有助于回应家庭子女规模与子女教育程度的内生性问题。父母选择要几个

孩子的时候，也考虑到了孩子们将来会接受多少教育，或者根据孩子们未来的教育期望来决定

要多少个孩子。毕竟，上学难、就业难有可能影响家庭的意愿孩子数。但我们观察不到家庭的决

策，这就可能导致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是解决此类内生性问题的良

方，但要找到合格的工具变量并非易事。①退而求其次，我们尝试用弱内生性样本来做分析。一

般来说，第一胎子女很少是家庭规模决策的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至少要生一个孩子似乎是天

经地义的）。因此，CFPS 第一胎子女数据为我们提供了 CGSS 数据提供不了的弱内生性样本。

由于 CFPS 并没有给出子女是否已经毕业的信息，22 岁是通常的大学本科毕业年龄，本文

将 22 岁及以上者视为学业完成样本；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规定 7 岁为小学入学年龄，我们

选取 1942 年后出生的样本。因此，样本选择子女年龄为 22−68 岁。②表 3 第（1）−（2）栏给出受访

 
①Angrist等（2010）曾以多胞胎作为家庭规模的工具变量，因为多胞胎带来了家庭规模的意外扩大。

　　②我们也使用 16−68岁样本来回归，结果与 22−68岁样本回归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方面完全一致，仅系数大小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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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一个子女受教育等级如何受到兄弟姐妹个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支持了资源稀释理论及

性别差异，即男女均受兄弟姐妹教育挤占，且女性所受挤占会更大。与表 2 类似，表 3 第（3）栏只

考虑受访者所有子女均在 1985 年前出生的样本，以排除在读样本缺失和性别甄选的可能影响，

结果与第（2）栏基本一致（我们也做了 1978 年前出生的子样本，结论与表 2 第（5）栏相似，未予汇

报）。回归中，我们控制了被访者（父母）的年龄、青少年时期户籍、教育程度和子女出生季节等外生

信息。

其次，前文已尽可能控制对子女数量和教育成就同时产生影响的外生控制变量，但仍可能

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例如父母的生育偏好等。此处我们用 2005 年 1% 的人口普查数据，添加双胞

胎和非双胞胎家庭的样本比较分析结果（仅双胞胎，无更多子女），这些样本的父母生育了相同的

胎 数 ， 但 是 生 育 的 子 女 数 量 却 不 相 同 ， 并 且 本 文 所 选 取 的 双 胞 胎 样 本 出 生 的 范 围 为 1975−

1989 年，时间间隔较短、中国国内发展稳定、人为干预双胞胎受孕等技术不发达，且双胞胎的兄

弟姐妹数较为外生。故只比较独生子女和只有 1 胎双胞胎家庭样本的受教育差异，可以在很大

的程度上克服遗漏变量等导致的估计问题。

表 3 第（4）栏给出双胞胎与独生子女家庭的受教育与兄弟姐妹关系的回归结果，考虑到

1985 年以后，B 超在中国开始流行，这可能使得双胞胎及独生子女的性别变得内生，第（5）栏是在

第（4）栏基础上仅对比 1975−1984 年出生的样本。上述结论均表明，兄弟姐妹对个人受教育会有

挤占作用，并且兄弟对女性教育挤占效应显著更大，姐妹对女性教育挤占不显著（姐妹和女性交

互项不显著，原因可能是 2 个女性双胞胎中，对父母来说 2 者相似，父母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故

女性和姐妹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Huang 等（2016）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样本中存在的双胞胎可能是伪

双胞胎现象，即样本中的部分双胞胎存在挂户口现象，该现象使得同一个家庭，同一年出生的兄

表 3    排除其他影响因素

被解释变量 第一个子女受教育 教育年限

模型编号 （1） （2） （3） 模型编号 （4） （5） （6） （7）

数据来源 CFPS2010 2005年1%人口普查 CGSS

模型设定 基准回归 剔除甄选 模型设定 双胞胎样本比较 缩小样本范围

模型范围 22−68岁 1985年前生 模型范围 1975−1989年 1975−1984年 1965−1984年 1970−1984年

子女性别 0.426*** 0.265*** 0.249*** 性别 0.922*** 1.097*** −0.339* −0.270
（0.040） （0.040） （0.056） （0.076） （0.096） （0.181） （0.190）

子女兄弟 −0.324*** −0.137*** −0.119*** 兄弟个数 −0.625* −0.788** −0.312*** −0.417***

个数 （0.032） （0.030） （0.027） （0.323） （0.345） （0.069） （0.081）

子女姐妹 −0.219*** −0.071*** −0.050** 姐妹个数 −0.769** −1.001** −0.282*** −0.365***

个数 （0.029） （0.016） （0.022） （0.308） （0.463） （0.071） （0.067）

子女性别 −0.186*** −0.133** −0.173*** 性别× −1.246*** −1.402** −0.255*** −0.264**

兄弟个数 （0.045） （0.056） （0.055） 兄弟个数 （0.379） （0.583） （0.086） （0.112）

子女性别 −0.149*** −0.113*** −0.062* 性别× −0.184 0.009 −0.096 −0.079

姐妹个数 （0.030） （0.034） （0.032） 姐妹个数 （0.571） （0.805） （0.065） （0.073）

控制变量 N Y Y 同表 2第（7）栏 同表 2第（3）栏

省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样本数 15 321 11 036 7 020 样本数 32 713 24 045 4 852 3 224

R2
0.196 0.363 0.402 R2

0.207 0.163 0.343 0.360

　　注：（1）−（3）栏将受访者回答子女主要工作类型的视为已毕业样本，结论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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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姐妹可能不是双胞胎。有必要说明的是，挂户口现象对本文的结论并不会产生根本影响，因为

存在谎报双胞胎的样本，其所在的家庭实际是独生子女家庭（而不是有 1 个兄弟姐妹）。在其他

条件相同时，其受教育状况较真正双胞胎家庭要好，这会使得我们的挤占效应被低估，即挂户口

这种现象会让本文的估计结果趋于保守。

最后，本文基准回归选取的样本区间范围较广。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1942 年至今发生了

很多重大事件，使得受教育年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及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变化等。此处，第（6）−（7）栏做了缩小窗口的稳健性检

验，分别将个体的出生年份限定在 1965−1984 年和 1970−1984 年，可以发现，兄弟姐妹对个人的

受教育年限仍有挤占效应，并且兄弟对女性挤占效应更大，姐妹对女性挤占效应虽然不显著但

是影响效应仍然为负。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表 4 第（1）−（2）栏引入家庭中的男孩比重变量。男孩比重是受

访者家庭中男孩个数比上所有孩子个数，是家庭中男女结构的代理，但为了避免完全共线性，回

归中不同时控制男孩比重、兄弟个数和姐妹个数。第（1）栏是控制姐妹个数、家庭中男孩比重及

其分别与性别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增加姐妹或是男孩比重越高的家庭，对女性的教育挤占也显

著越大（系数符号为负）。第（2）栏控制男孩比重，家庭规模①及其分别与性别交互项的结果，在男

孩比重越高、家庭规模越大的家庭，女性个体在教育中被挤占的幅度越大。

 
①家庭规模反映的就是家庭中孩子的个数，兄弟个数+姐妹个数+受访者。

表 4    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 受教育年限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7） （8）

模型设置 男孩比

重变量

男孩比重

家庭规模

剔除出生顺序影响 异质性比较

模型范围 排序第一 排序第二后 剔除最小 排序第二三 城市 农村

性别 −0.079（0.371） 0.014（0.262） −0.069 −0.432*** −0.235 −0.288* −0.139 −0.687***

（0.151） （0.138） （0.145） （0.161） （0.110） （0.181）

兄弟个数 −0.126* −0.105** −0.098** −0.077 −0.030 −0.064

（0.074） （0.046） （0.043） （0.054） （0.043） （0.054）

姐妹个数 −0.113*（0.065） −0.022 −0.090** −0.031 −0.034 −0.070 −0.099**

（0.077） （0.037） （0.041） （0.051） （0.061） （0.044）

性别×兄弟 −0.275*** −0.174*** −0.216*** −0.205*** −0.300*** −0.136*

（0.100） （0.054） （0.066） （0.073） （0.062） （0.072）

性别×姐妹 −0.165***（0.060） −0.176* −0.063* −0.140*** −0.148** −0.046 −0.130***

（0.096） （0.035） （0.043） （0.067） （0.045） （0.038）

男孩比重 −0.305（0.401） −0.030（0.223）

性别×男孩比重 −1.496***（0.434） −0.770**（0.297）

家庭规模 −0.093***（0.033）

性别×家庭规模 −0.123***（0.031）

其他变量 Y Y Y Y Y Y Y Y

样本数 10 468 10 468 3 229 7 239 7 768 4 677 5 526 4 934

R2
0.312 0.313 0.401 0.257 0.324 0.273 0.308 0.221

　　注：其他控制变量同表2第（3）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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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剔除出生顺序的影响效应。Lindert（1997）指出，给定家庭规模，头胎出生（出生顺序第 1）

会比中间或最后出生的孩子有更高的 IQ 和成就。学术界早有学者（如 Galton，1874）研究了出生

顺序对智力、教育获得、职业成就、愿望和动力、异常行为（包括精神病、违法行为和酗酒）等方面

的影响。除此之外，出生顺序还会影响个人的特征，如焦虑、独立性、社交和成就取向等。

关于子女出生顺序的影响，现存文献给出的结论并不统一。Ejrnæs 和 Pörtner（2004）指出，子

女的出生顺序效应表现为正向影响（晚出生孩子会比早出生孩子更有优势）。而 Lindert（1977）却

认为，子女出生顺序效应会呈现“U”型关系，即先下降后上升。Kantarevic 和 Mechoulan（2006）发

现，子女的出生顺序效应不会一开始就出现，只有子女个数达到一定程度时出生顺序效应才会

逐渐显现起来，而出生顺序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基本为正。Kessler（1991）却发现，出生顺序

效应并不显著，可能不存在。既有文献分析家庭规模对个人的教育或资源的影响时，都会同时考

虑兄弟姐妹个数效应和出生顺序效应，但是本文侧重点在考察兄弟和姐妹如何影响男女教育获

得，故需剔除出生顺序效应，考察兄弟和姐妹对男女教育挤占有差异的结论是否依旧稳健。

表 4 第（3）−（6）栏是排除出生顺序影响的回归结果。第（3）栏给定受访者出生顺序第一的回

归结果。在出生顺序为第一的样本中，兄弟和姐妹对女性教育获得的挤占比男性受到兄弟和姐

妹影响要显著更大，即资源稀释存在性别差异的结论仍然成立；第（4）栏给定受访者的出生顺序

为第二之后的样本回归结果；第（5）栏给出的是剔除受访者的出生顺序为最小的回归结果（考虑

到出生顺序最小的子女的性别往往与其他排序的兄弟姐妹有差别，例如父母更宠爱偏袒等，其

受到兄弟姐妹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差异）；第（6）栏给出受访者在家庭所有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

三的回归结果。基于以上的对比结果，即使排除了出生顺序影响，兄弟和姐妹个数对教育的挤占

仍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兄弟姐妹对女性的教育挤占比男性高的现象是显著且稳健的（基准回

归控制了出生顺序变量，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

3. 考虑城乡差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地区生育多子多女的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农村地区资

源（包括教育）约束更为紧张；城镇实施了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兄弟姐妹个数较少，并且城市发

展较快，家庭较为富裕，教育资源并不是城镇家庭的主要资源约束。因此，资源稀释理论在城市

较为宽松，而在农村更为突出，有必要考察城乡样本是否有差异。①表 4 第（7）−（8）栏给出了城乡

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第（7）栏给出了城市户口样本分析结果，兄弟姐妹对个体不会产生挤占效

应，但是兄弟对女性教育获得会有显著的挤占效应；第（8）栏给出了农村户口样本分析结果，兄弟

姐妹对个体均会产生挤占效应，且女性受到兄弟姐妹挤占效应显著更大。因此，女性受到兄弟挤

占不论在农村抑或城市都存在，这也是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现实，而女性在城市受到姐妹的挤

占并不显著。

五、教育挤占效应性别差异的机制检验

兄弟姐妹对教育的挤占效应已经被许多经验研究证实，但文献对这种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

却很少涉及。前面获得的经验证据表明，在中国，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兄弟姐妹对女性的教育挤占比对男性更严重。本文第二部分曾对此提出过两种可能的解释，一

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二是劳动力市场歧视降低女性的经济价值，两者都是导致教育挤占

性别差异的原因。在本部分，我们尝试对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进行检验。由于直接寻找“重男轻

女”或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测度指标并不容易，我们主要通过一些间接指标来检验。比如对“重男

 
①CGSS 数据提供的户口类型是当下的户口类型，并没有出生时的户口类型，此处我们用当下户口作为户籍地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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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女”思想的检验，用地区性别比是否失衡来测度地区的男孩偏好，用父母“传宗接代”观念强弱

来测度对子女偏好的程度；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则主要用家庭条件和男女相对经济社会

地位来间接体现，因为条件好、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平等的家庭，其教育投资较不会对劳动力市场

歧视做出反应。检验确认了“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和劳动力市场歧视下女性更低的经济价值的

确是导致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

（一）男孩偏好的影响。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来测度男孩偏好。一是用地区是否有性别比失衡

来测度地区层面的男孩偏好观念。在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男孩偏好往往更强，因为往往是强

烈的男孩偏好导致地区性别比失衡。根据本文的假说可以推论，男孩偏好更强则女性受到兄弟

姐妹的教育挤占将会越严重。为了对此进行检验，我们将地区 0−49 岁群体性别比是否超过

1.05（这被认为是性别平衡的比率）作为地区男孩偏好强弱的表征，性别比超过 1.05，则认为地区

的男孩偏好强，否则男孩偏好弱。表 5 第（1）−（2）栏给出了地区男孩偏好强和弱两类地区的兄弟

姐妹数量对男女受教育影响的回归结果:在男孩偏好强的地区，兄弟姐妹对女性的教育挤占效

应显著严重于男性（即两个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在男孩偏好弱的地区，兄弟姐妹对女性也有

教育挤占效应，但没有男孩偏好强的地区那么严重（两个交叉项系数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程度

都有所下降）。这初步反映出教育挤占效应存在性别差异。我们也用出生性别比和地区 0−49 岁

性别比为 1.07 或 1.03 分别作为男孩偏好强弱的分界线，结论不受影响。

二是 CFPS 数据给出了受访者对生育子女态度问题的调查：“您认为传宗接代的重要程

度？”，受访者给出 1−5 的排序答案，值越大，反映的传宗接代思想（男孩偏好）观念越强。我们将

受访者回答 1−2 的视为传宗接代思想较弱的样本，其对男孩偏好的观念相对较弱，在子女的教

育资源配置中歧视女孩的可能性更小。受访者回答 3−5 的视为传宗接代思想强的样本，其对男

孩偏好的观念较强，在子女的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可能更注重男孩。表 5 第（3）−（4）栏给出了

传宗接代思想观念强弱（即男孩偏好强弱）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我们关心的两个交叉项的回归系

数，在传宗接代观念强的一组显著为负，在弱的一组虽然也为负，但却不显著，而且系数值也更

小。换言之，传宗接代思想越强的个体，其子女中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越严重。

（二）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歧视不好度量，难以直接进行检验，我们考虑两个

间接的策略。其一，家庭越富有，在子女教育上受到的财力约束越小，则家庭就越不可能因为劳

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而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上男女有别。利用 CGSS2008 数据（2006 年没有

表 5    男孩偏好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Pannal A：CGSS数据 Pannal B：CFPS数据

被解释变量 受教育年限 被解释变量 第一个子女受教育等级

模型编号 （1） （2） 模型编号 （3） （4）

模型设定 地区男孩偏好强弱 模型设定 传宗接代思想

模型范围 强 弱 模型范围 强 弱

性别 −0.202（0.142） −0.415*（0.205） 子女性别 0.257***（0.041） 0.248**（0.109）

兄弟个数 −0.094**（0.043） −0.080（0.063） 子女兄弟个数 −0.130***（0.034） −0.233*（0.116）

姐妹个数 0.009（0.039） −0.167**（0.064） 子女姐妹个数 −0.071***（0.015） −0.059（0.087）

性别×兄弟 −0.229***（0.061） −0.202**（0.087） 子女性别×兄弟个数 −0.126**（0.057） −0.098（0.169）

性别×姐妹 −0.141***（0.050） −0.048（0.073） 子女性别×姐妹个数 −0.119***（0.033） −0.070（0.137）

其他控制变量 同表 2第（3）栏 同表 2第（3）栏 其他控制变量 同表 3第（3）栏 同表 3第（3）栏

样本数 6 251 4 217 样本数 10 196 900

R2
0.332 0.325 R2

0.352 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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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根据受访者 14 岁时家庭所处的等级自评（分值为 1−10，值越低家庭条件越好），将家庭

等级分为富裕家庭（1−5 分）和贫穷家庭（6−10 分）两类，分别做回归。表 6 第（1）栏给出的是富裕

家庭子样本回归结果，第（2）栏是贫穷家庭子样本回归结果。比较两栏回归，贫穷家庭的两个交

叉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富有家庭的两个交叉项系数虽然也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贫穷家庭兄

弟姐妹的教育挤占效应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但在富裕家庭这种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其二，我们考虑家庭中男女的社会地位差异。家庭中男女地位，往往取决于父母在家庭中相

对的经济地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父亲地位更高和母亲地位更高的社会（家庭），女性受到的对

待（歧视）会不一样。在父亲地位更高的家庭，父亲为主导者，家庭倾向于形成男性在劳动力市场

更有优势的观念，会偏好对男性在教育等方面有更多的投资；在母亲地位更高的家庭，父亲并不

一定是家庭的主导者，家庭对男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家庭对男女性在教

育等方面投资的偏好并不明显。因此，我们预期，在“男高女低”的家庭，女性受到歧视的概率可

能会更大，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会更严重。CGSS2006 有直接给出受访者 18 岁时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CGSS2008 给出受访者 14 岁时父母的职业分类，我们将该数据的职业

分类转换为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用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除以母亲社会经济地位指

数，得到父母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以此作为家庭男女相对地位的度量。将父母相对社会经济

地位指数大于等于 1 的个体归入“男高女低”样本，小于 1 的个体则归入“男低女高”样本。在中

国的大多数家庭中，男性的收入较女性高。表 6 第（3）−（4）栏回归中的交叉项系数表明，在“男高

女低”的家庭中，兄弟姐妹（特别是兄弟）教育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的确更为显著。

我们也用 CFPS2010 数据做了类似工作，将受访者的第一胎子女样本根据家庭男女社会地

位划分为“男高女低”和“男低女高”两类，方法与对 CGSS 数据的处理一样。表 6 第（5）−（6）栏给

出了回归结果，两栏回归中交叉项的系数显示：“男高女低”家庭中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在“男低女高”的家庭中存在这种挤占效应，但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

六、结　论

本文研究兄弟姐妹对个体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就受教育年限而言，

表 6    资源约束和男女地位影响机制

Pannal A：CGSS数据 Pannal B：CFPS数据

被解释变量 受教育年限 被解释变量 受访者第一胎子女受教育等级

模型编号 （1） （2） （3） （4） 模型编号 （5） （6）

模型设定 家庭富裕等级 家庭男女社会地位 模型设定 家庭男女社会地位

模型范围 富裕 非富裕 男高女低 男低女高 模型范围 男高女低 男低女高

性别 −0.142（0.300） −0.297*（0.179） −0.319**（0.148） 0.515（0.310） 子女性别 0.253***（0.042） 0.410*（0.235）

兄弟个数 −0.090（0.124） −0.144**（0.063） 0.003（0.056） −0.278（0.176） 子女兄弟 −0.160***（0.039） −0.124（0.167）

姐妹个数 −0.105（0.128） −0.040（0.061） −0.066（0.053） 0.086（0.158） 子女姐妹 −0.092***（0.021） −0.279*（0.160）

性别×兄弟 −0.229（0.154） −0.145*（0.082） −0.324***（0.078） −0.131（0.191） 子女性别×兄弟 −0.110*（0.054） −0.349（0.351）

性别×姐妹 −0.090（0.103） −0.220***（0.073） −0.028（0.055） −0.267（0.194） 子女性别×姐妹 −0.108***（0.031） 0.080（0.268）

其他变量 同表 2第（3）栏 其他变量 同表 3第（3）栏

样本数 1 260 3 768 4 558 733 样本数 12 386 374

R2
0.343 0.330 0.366 0.282 R2

0.340 0.315
　　注：（1）至（2）列只有CGSS2008年数据，因此是没有受访年限变量的。虽然样本不一样，但是对回答了自评家庭等级的样本进行回

归，结论与基准回归的表2第（3）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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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数量增加会导致个体的教育年限下降，即子女数量增加将降低子女的平均质量，资源

稀释理论或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在中国也是成立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确存在着教育挤占效应。

但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兄弟姐妹对个体的教育挤占效应存在着性别差异。即，给定兄弟和姐

妹的数量，个体为女性时受到兄弟姐妹的教育挤占效应比个体为男性时更严重。这一发现，在国

外文献中鲜有涉及，国内文献也较为少见。进一步检验还表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观

念和劳动力市场歧视导致女性较低的经济价值，是导致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的

重要原因。

其他的发现也很有意义。比如我们发现，男孩偏好更强的地区，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的性

别差异就特别显著；而在男孩偏好更弱的地区，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就没那么显

著。在条件更差、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更低的家庭中，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就特别显著；而条件

更好、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家庭中，兄弟姐妹教育挤占效应的性别差异更弱，通常也不显著。

由于教育的性别差异本身不仅关系到公平，也关系到经济发展效率，女性教育水平更关系

下一代的成长和国家的长远未来，因此促进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非常重要。本文研究结果有一

些明显的政策含义：要改善女性教育公平提高她们教育水平，既需要改变人们“重男轻女”的观

念，也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改善其家庭经济条件。

　　* 作者感谢华南师范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经济和社会发展学科群给予的研究资助，感谢林文炼、何勤

英、魏下海等的讨论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有益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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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More Siblings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icro
Evidence from Chinese Families

Zhong Yuejun1,  Dong Zhiqiang2

(1.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Summary:  In related literature of education attainment，there is a consistent consensus in academia that
more siblings lower individu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There are two representative basic theories in this re-
search. One is famous siblings resources-dilution hypothesis. Anastasi（1956）found that the increasing num-
ber of siblings and decreasing age gap among siblings dilute the family resources for each child. The other one
is quality and quantity trade-off theory. Becker & Lewis（1973）found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children within a family.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paper invest-
igates education dilution effect among siblings in China，and gender difference in education dilution effect.
These questions are worth to study since they can help us to think about efficiency，like whether small family
size can lead to higher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 of individuals at micro level or helps to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at macro level，and also fairness，like whether education dilution effect among siblings in a family puts
the female in a more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On the one hand，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y；per capita in-
come is not high，and most of the families face serious financial constraints when they invest on children’s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could not increase as fast as the number of children，which means that
siblings resources-dilution would happen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other hand，there
is a traditional custom in China that prefers boys more than girls，so there is inequality in income and job hunt-
ing between male and female，and some families，especially those with serious financial constraints，may sacri-
fice the quality of the girls for the boys within a family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it may predict that there ex-
ists education dilution effect among siblings，and this effect has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male and female in
China. This paper employs three micro-data sets to show that the siblings’ education dilution effect（SEDE）ex-
ists in Chinese families and has gender differen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an individual with more
siblings has lower education attainment. Furthermore，the SEDE on females’ education is much more serious
than the one on males’ education. The argument above is robust in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with different
micro data sets. Moreover，we find that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SEDE has two important causes；the o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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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ly existent son-preference of Chinese families，and the other is that families are sensitive to gender dis-
crimination existent in China labor market. There are some obvious different findings between our research
and existing literature. First，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more on the gender structure of siblings，like the pro-
portion of girls on all family children，but we study the number of siblings，including the number of brothers
and sisters，which can help us to find the effect of the SEDE more accurate. Second，existing literature argu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brothers has negative effect on education achievement，but the proportion of sisters has
no effect on education. However，we show that bo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has neg-
ative effect on education achievement，and the negative effect strengthens if the individual is a girl.

Key words:  number of siblings； resource dilution theory； education dilution； gender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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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8页)
of China industrial policy brings the wage gap betwee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nsiders subsidi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introduces industrial policy factor into a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model，and theoretic-
ally decompos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enterprise wages into two mechanisms，namely subsidy
transfer effect and competition effect. And it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the enterprises spend part
of policy subsidies on production，and now more wages paid are equivalent to direct fiscal subsidies；at the
same time，enterprise wage level also depends on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iciency，and industrial policy
changes enterprise efficiency through promoting or inhibit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thereby having an indir-
ect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wage level，namely competition effect. Next，this paper empirically checks abov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from 1998 to
2007. Specifically，the control variables are gradually added，and the variable reflecting subsidy policy has al-
ways been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enterprise wage level. After controll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
terprises，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idy policy and enterprise wage level becomes positive，while the im-
pact of subsidie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s negative. Then we can conclude that：negative
competition effect resulting from China-style industrial policy through inhibiting enterprise efficiency exceeds
positive subsidy transfer effect，finally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enterprise wage level. This paper further ex-
plores the issue of a competition-friendly industrial policy based on Aghion et al.（2015）that shows the disper-
s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ial policy coverage. Once industrial policy target is more extensive，the competitive
effect of policy on enterprise wages will turn positive，and enterprise wage level will increase accordingly.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industry policy on enterprise wages in the pro-
cess of economic reform，enrich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enterprise wages，and have enlightenment for deepen-
ing the reform：the unreasonabl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has hindered the reform of basic wage
system reform in China，and we can not bring some enterprises’ revenues to subsidize the other；the fairness of
this behavior is questionable，and how to give priority to efficiency as well as equity needs to be weighed care-
fully and repeatedly by policy formulators. Subsidies for some enterprises can be converted into wage sub-
sidies for skilled workers，which on the one hand，attract talents to enterprises and help enterprise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on the other hand，avoid the negative effects resulting from direct subsidies for enterprises.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subsidy effect； competition effect； wage gap；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石　头）

钟粤俊、董志强：更多兄弟姐妹是否降低个人教育成就？

•  89  •


